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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对成宗时期朝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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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鲜从成宗初年开始，适用法律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了挑战，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发生

变化，《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随着《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明

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明律》甚至成了抵制君主不正确决定的根据。由半岛特定的国情与风俗所

决定，君主虽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进行变通，但已相当节制。为了进一步提升

《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朝廷还积极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以法律形塑社会，乃《大明律》

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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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392 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918—1392)，

建立朝鲜王朝(1392—1910)。他在即位教书中宣

布：“前朝之季，律无定制……自今京外刑决官，

凡公私罪犯，必该《大明律》。”[1](元年七月丁未)绝大多

数学者认为，这道诏书确认了《大明律》在朝鲜

普通法、一般法的地位[2](73)。实际上，如本文所

要揭示的那样，《大明律》在朝鲜的地位与权威，

直到成宗时期(1469—1494)才基本被确立。 
关于“《大明律》在朝鲜”问题的研究，既

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大明律》

与朝鲜本国法关系的研究。杨鸿烈的《中国法律

对东亚诸国之影响》一书，从规范层面考察了《大

明律》与朝鲜本国法的关系，结论是：“李朝一

代之法条……除完全适用《大明律》而外，其他

条文虽不尽与《大明律》相同，而其立法之准则，

固始终以中国法律为惟一之范本。”[2](87)持类似观

点的还有马小红、史彤彪主编的《输出与反应： 

中国传统法律的域外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2)、赵志晚的《朝鲜时代的刑事法——    
大明律与国典》(景仁文化社，2007)等。这类研

究虽然看到了《大明律》与朝鲜本国法的差异，

但主要是进行静态的法条比较，基本没有从适用

角度进行分析。实际上，《大明律》对朝鲜的影

响，绝非简单的法条移植，而是政治、社会、文

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这就造成《大明

律》地位的确立与影响力的发挥经历了一个各种

力量博弈的过程。我们有必要将这个过程呈现出

来，以揭示其背后的原因。 
其次，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大明律》的具

体适用问题，并做了一些研究。就朝鲜前期而言，

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太宗(1401—1418)与世宗

(1418—1449)两个时期，对成宗时期与《大明律》

相关问题之研究，只有文亨镇的《朝鲜成宗时期

大明律运用情况》一文，认为：“同《大明律》

适用同一事例的数量急剧减少……不同于《大明

律》的事例形成了主流。”[3](408)该文篇幅有限，

论证简单，仅基于少数案例就作出了上述不正确

的论断，同时也忽视了统治集团以《大明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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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社会这一重要的面相与维度。鉴于此，本文将

从地位、权威与功能三个方面，分析成宗时期《大

明律》对朝鲜的影响。 
 

二、地位：《大明律》成为定罪量刑 
的基本准则 

 
经过从世宗到世祖(1455—1468)共半个世纪

的过渡，《大明律》作为朝鲜王朝基本刑事法典

的地位更加稳固，成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但

因《大明律》与半岛的某些国情不合，直到成宗

初期，其地位仍时或遭到挑战。成宗五年八月，

朴崇质启：“李孝智、曹疹之罪，何必拘于律

文……请置极刑。”成宗询问众臣的意见，洪允

成答：“《大明律》，高皇帝一时之令耳，何必一一

当律然后定罪？台谏之言诚然。”[4](五年八月戊戌)他通

过将《大明律》贬低为朱元璋个人的“一时之令”，

为不依据《大明律》裁断寻找借口。可见，此时

《大明律》在朝鲜精英心目中的地位仍然不高。 
这主要源于《大明律》是在没有过渡期的情

况下被移植而来的，与半岛国情多有不合，在华

制与土俗的关系问题上，朝鲜的精英们常抱矛盾

的心理。从被接受的程度及实际效果看，本俗法

是优于《大明律》的，“全盘移植”下的“非全

盘适用”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大明律》在

司法实践中的基本形态。可这与王朝“一遵华制”

的政策及统治集团尊奉的意识形态不合。作为一

个华化倾向浓厚的君主，成宗力图扭转这种局

面，采取了不少措施。由于史料众多，难以一一

呈现，故我们仅以“三犯窃盗”为例，对此予以

说明。 
从太宗后期到世宗时期，朝廷对半岛“土俗”

与国情的让步甚多，《大明律》的不少条款均不

再适用。在三犯窃盗问题上，《大明律》“重其重

罪”的特点与半岛的轻刑传统不合，故在世宗十

七年之前，朝鲜的司法机构主要适用《唐律》条

款，不适用《大明律》①。直到世祖四年(1458)
四月，刑曹才上启：“三犯窃盗，不计赦前后，

并依《大明律》处绞。”[5](四年四月丙子)这种逆转和当

时“盗贼滋炽”的特定背景有关。此前一月，世

祖曾传旨刑曹：“弭盗无方，故窃盗一贯以上黥

面，初犯十贯以上、再犯处绞；牛马贼，初犯处

绞。姑从权典，律外施行。然律外之典，行之未

安，自今并依律文施行。”[5](四年三月乙卯)教令显示，

在此之前，朝廷还曾实行过“初犯处绞”与“再

犯处绞”的重典。之后虽改从《大明律》，但因

治盗效果不彰，遂改为“再犯处绞”。成宗初年，

这种偏离《大明律》的做法遭到挑战，刑曹判书

玄硕圭启： 
律文云：“再犯黥面断筋，三犯斩。”世祖朝

患盗贼肆行，制为再犯处绞之法，令载于《续录》。

此特矫一时之弊耳，非常行之典也……臣愿情可

矜、法可疑者，减死何如？[4](八年十一月丁卯) 

由于再犯处绞已写入王朝的基本行政法典

《大典续录》，且治安形势未有根本性好转，玄

硕圭建议做局部修改，对“情可矜、法可疑”的

予以减死，而非完全回到《大明律》。 
问题一经提出，马上引发激辩，一派力主《大

明律》的普适性，要求完全回归《大明律》。玄

硕圭便云：“贫穷之民迫于饥寒，苟陷于罪，从

而刑之，是罔民也……今虽用律文，何不可之

有？”[4](八年十一月丁卯)在回归派看来，应以儒家主张

的养民、教民、行仁政的方式解决盗贼问题，加

重刑罚乃苛政、暴政，努力追求“华化”“儒化”

的本朝不应如此。 
另一派则坚持适用《续录》，他们是务实主

义者，重视的是法律当下的效果。他们提出了多

种理由，其中一条是“先王之法不可轻变”。这

就涉及本国的“先王之法”与中国皇帝所定之《大

明律》何者居于上位之问题。本国先王制定的法

律应当坚持，可在当时的宗藩关系与天下秩序

中，本国先王乃中国皇帝的臣子，从法理上讲，

中国皇帝制定的《大明律》应优先于本国的“先

王之法”。但对法律的冲突与适用这种现实问题，

不能仅依据观念与意识形态做简单的逻辑推导。 
这些争论显示，当时《大明律》在半岛的

地位仍有待提高，不完全以中国制度论是非的

务实派在朝廷还有相当大的势力。李琼仝就讲：

“用律文而无弊，则永废《续典》《续录》，废

《续典》《续录》而弊生，则不用律文可也。何

遽轻变先王之法哉？”[4](八年十一月丁卯)抛开《大明律》

与本国先王之法何者优先的问题，以适用效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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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律的优劣与位阶高下，是这类主张的核心。

他们认为，如此就可以避免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使法制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这显然与《大明律》

自本朝开国以来被赋予的政治内涵与象征意义

不合。更准确地说，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解决后，

《大明律》的政治性与象征性意义大幅下降，朝

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虚化。自

此，半岛内部对中国制度的实用主义倾向抬头。 
在李琼仝看来，《大明律》和本国法律的地

位不在于它们的制定者为谁，蕴含着怎样的观

念，与王朝的意识形态有何关系，而在于它们与

本国国情是否相符。从表面来看，这类主张似乎

不偏不倚，实际却是主张本国法优先的，因为与

本国国情更适合的只能是本国法，而非移植自中

国的《大明律》。果然，朝廷集议的结果是多数大

臣主张“当从《续录》”，成宗只得下令：“依旧

从《续录》。”[4](八年十一月癸未)本国法一时取代了《大

明律》。 
但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毕竟是客观事实，

《大明律》的政治象征意义难以抹除，故而这一

问题并未就此了结。一年后，李孟贤上启： 
《大明律》“窃盗三犯者死”，《大典》称“用

《大明律》”，但于《续录》载“再犯者绞”。《大

明律》，天下通用之法也……我国土地褊小，人

民不多，而杀人太轻未便。若此法难改，当计赃

多寡，多者杀之可也。[4](九年六月庚子) 

天下秩序及这种秩序下《大明律》的普适

性是李孟贤主张的主要理由。为了增强说服力，

他又添加了“我国土地褊小，人民不多”的国

情因素。考虑到可行性，他不主张马上适用《大

明律》条款，提出了过渡办法，逐步向《大明

律》回归。但多数人仍然反对，金升卿便云：“律

称‘窃盗三犯者死’，不言赃多少，臣谓计赃未

稳。”[4](九年六月庚子)用《大明律》的规定反对在此问

题上回归《大明律》，看似荒谬，却是法制转型

期的常见现象。 
这一结果不符合成宗本人的理念，他下令

再议，以沈浍、尹弼商、李克培、鱼世恭等     
为首的多数人主张：“再犯窃盗处死，载在《续

录》，且今盗贼甚炽……勿论赃多少，处死为

便。”[4](九年七月壬午)无人主张彻底回到《大明律》。但

成宗并不甘心，又持续向大臣们施加压力，支持

三犯处绞的意见才逐渐增多。成宗遂传旨刑  
曹：“《大典续录》窃盗再犯者处绞，有违于律文

三犯处绞之法。已捕获推鞫者外，一依律文施

行。”[4](九年八月乙卯)终于又回到了《大明律》的轨道。 
成宗的教令等于宣布：在法律位阶上，《大

明律》处于最高地位，凌驾于本国制定法。在这

一原则下，如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就可能被宣

布为无效。在宗藩关系与天下秩序中，这本是一

个不难推出的结论，但名与实之间、抽象与具体

之间往往存在距离。明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多表现

在名与抽象的层面，在诸如政策、制度、法律等

具体问题上，朝鲜人完全自主，由他们根据本国

的实际处理，并不僵化、绝对。这也是《大明律》

的地位与适用在朝鲜呈现出复杂样态的一因。 
当然，其时并未明晰地确立与现代法律观念

类似的上位法与下位法、一般法与特别法的概

念，也不存在处理彼此关系的一般性规则，《大

明律》与朝鲜本国法之间究竟是上位法与下位

法、一般法与特别法亦或二者兼而有之关系，用

现代法的观念与规则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无论

如何，在成宗时期，《大明律》在半岛法律体系

及司法实践中地位提升的趋势是确定无疑的。朝

鲜虽因国情因素制定了一些法律，然而，一旦这

些因素消失，相关条文就可能失去效力，再次回

到《大明律》的轨道。在此语境下，朝鲜人对《大

明律》的评价显著提升，赵之瑞即曰： 
法令出一，则吏不烦而民不犯。臣任刑曹正

郎，尝试之，凡刑狱决案，既断以《大明律》，又

考前例。夫《大明律》至详至精，情法俱尽，大小

刑罚，各适其用，何必又考前例乎？[4](二十年十一月丙寅) 

这是作为专职司法官员的经验之谈。在他

看来，与《大明律》相比，本国的“前例”已

无存在的余地。成宗却不太赞同他：“考前例者，

恐其罪一而罚有轻重故耳。虽考前例，何妨于

律？”[4](二十年十一月丙寅)在所谓“前例”中，与半岛国

情及“土俗”相关的内容应占相当比重，在之前

的司法实践中影响甚巨。可如今，司法官员们普

遍认为实现“法令出一”的条件基本成熟，要求

专用《大明律》，废弃一直以来援用前例的做法。

成宗虽不赞同，但强调的是律、例的统一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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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以例破律、以例代律。 
同样，从前多种法律并存的状况在这一时期

亦开始发生变化，逐渐以《大明律》为准。在讨

论高丽以来的“禁部民告守令”之法时，洪瀚议： 
监司守令，或有恣睢而逾于绳墨者，无他，

朝廷用法不一故也。臣闻中朝一遵《大明律》……

故人皆畏法而犯者自少……臣愿一从法律……

如有犯法者，一以律断之。[4](二十年十一月辛酉) 

成宗七年九月，发生了漆原县监金澍贪赃事

发在逃一案，金澍还曾向包括宰相在内的多人行

贿，台谏多次请求对事干人等征赃，在集议中，

郑麟趾、曹锡文、尹子云等议：“考《大明律》

名例云：‘其犯罪应合籍没家产，赦书到后，罪

虽决讫，未曾抄箚入官者，并从赦免。’……金

澍赠予事，已经大赦，追征未便。”成宗又问：

“尹政丞前在经筵言：‘干于金澍赠者，须当惩

戒’，今议如此，何也？”子云启：“臣更考律文

如此。”[4](七年十二月甲午)最后按照《大明律》的规定，

未行征赃[4](八年八月乙巳)。《大明律》成为断案的基本

准则。成宗中后期，类似事例不少，不赘举。 
 

三、权威：君主权与《大明律》 
 

在中华法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在

特定情况下，有变通法律、权断定罪之权，《唐

律疏议·名例律》除名条：“非常之断，人主专

之。”[6](197)朝鲜国王当然也有这种权力，但随着

《大明律》地位的提升，君主不可随意变通《大

明律》的观念逐渐形成，大司谏安宽厚等上疏： 
刑者，辅治之具……《书》曰：“象以典刑”。

今之《大明律》，即其遗意也。近者殿下轻重诸罚，

或不从律文……臣等窃恐自此刑不以律，而民无

所措手足矣，请用刑一从《大明律》。[4](十年三月丁卯) 

《大明律》被王朝谏院的长官抬升到圣王刑

书的地位，以之衡量本国君主在权断定罪时不从

律文的行为，其合理性的缺失马上就显示了出

来。这种认知在当时逐渐成为共识。献纳金楣亦

上启成宗曰：“《大明律》至精至密，理当奉行。

凡断罪，一依律文，不可增减。近来科罪，不用

律文，实未便。”[4](十年三月丁卯)与安宽厚等从圣王之

制的角度立论不同，金楣从《大明律》本身的严

密与合理性出发，反对君主在司法中对《大明律》

的变通。 
在《大明律》地位提升且在观念领域扎根的

背景下，当君主行使权断权而与《大明律》的规

定发生冲突时，司法人员会与君主反复折冲，力

争依据《大明律》断案。但因权断权毕竟是为《大

明律》肯定的一项权力，相互妥协结案的情况

时有所见。我们将通过一个具体案例对此予以

呈现。 
成宗二十五年，发生了公主乳母大伊、保

母小非，与婢夫巨之几乳母子李根守等谋毒杀

公主未遂一案，成宗命领议政李克培、右承旨

权景佑与台谏各一员同义禁府杂治。他传旨说：

“丰川尉公主乳母大伊谋杀公主，阴与腹心之

人，欲细屑砒礵和公主之食以毒之，其人不忍

和进……大伊、夫巨之，罪之魁也……予将大

置于法。”[4](二十五年五月癸丑) 
此案隐讳不明之处甚多，史臣云：“内出招

辞，皆痴 童婢所供也，而据此推鞫，授引囚系

五十余人，情虽可疑，克培等承上严责，不敢分

辨，无辜而刑讯者四十余人，殒命者十余人，时

议恨之。”[4](二十五年五月癸丑)由于涉及谋杀宗室成员，

成宗必欲重办严惩，甚至将案件扩大化。这遭到

了司法机关的抵制，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大

明律》。义禁府堂上慎承善等启： 
    《大明律》谋杀祖父母、父母条(云)……

谋杀人条云……知情藏匿罪人条云……犯罪自

首条云……。李根守，乃内需寺奴永孙之子也，

永孙当代原从功臣，根守亦为原从，曾授定略

将军，则于公主，为凡人，其罪止杖一百……

都承旨宣教于根守曰……则上意必以根守应死

矣。臣等闻教，与律文有异，照律诚难。检佛

亦非与谋，但闻不即告耳，罪不至死。青玉虽

不即告，因其甥李致之事而发言，是亦自首，

何以处之？[4](二十五年八月甲申) 

作为王朝的专职司法机构，义禁府完全依照

《大明律》的规定裁断，以详尽的条文驳斥了成

宗的旨意，并与成宗进行了直接辩论。 
四天后，慎承善等人又在政院与成宗展开激

辩。成宗认为李根守乃欺君，“欺君则不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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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则当斩”。承善等则回应：“忍杖不服，不可谓

欺君也。青玉始虽与谋，终则自首……科律外之

罪，则于用律之意，大有妨害也。”成宗又曰：“律

文云：‘造意者斩。’公主非凡人，至欲杀之，卿等

何以云不可杀也？”承善等曰：“以律不当死故

也……律文造意者斩云者，指首谋而言，非与谋

之谓也。”面对司法官员们依据《大明律》条文

的力争，成宗只好说：“一笞一杖，不可妄加……

卿等依律照启，予将可否焉。”[4](二十五年八月乙酉)以《大

明律》为准据的司法官员们终于使君主屈服，其

本质是《大明律》在效力上超越君主权断权这一

原则的确立。 
三日后，义禁府将最终裁断上启。其中，对

争议最大的李根守、青玉等人的裁断是：“李根

守决杖一百，告身尽行追夺，检佛杖一百、流三

千里，以贱口流赎，青玉以自首免。”[4](二十五年九月丁酉)

完全据律而断。成宗命议于大臣，绝大多数都主

张“依启本施行”[4](二十五年九月丁酉)。成宗仍不甘心，

又曰：“根守元是内需奴子，而谋害公主，根守

实主张之，不可不痛惩也。今欲杖一百、全家徙

边，何如？”尹弼商曰：“根守之罪，原其情，

则虽以律外处之，可也，然律有正条，临时加减，

恐成例事。”李克培、卢思慎、尹壕、郑文炯等

曰：“依上教。”结果“上从克培等议，余皆依

律”[4](二十五年九月丁酉)。在君主权断权与《大明律》之

间做了妥协。 
《大明律》的权威还表现在它成为抵制君主

某些不正确决定的根据。成宗曾对右承旨柳睠

讲：“今京城人家多火，恐是有宿嫌者所为。密

问被火家，捕而鞫之何如？”柳睠对曰： 
《大明律》：“须于放火起处捕获，有显迹者

乃坐。”在世宗朝丙午岁，火灾尤甚，乃捕火贼

可疑人十数诛之，然人或疑其非罪。若非起火处，

登时捕获，则罪之未安，但令刑曹张榜捕获何

如？[4](六年正月乙未) 

成宗的提议显然违背了“法治”原则，有实

行恐怖统治之嫌，柳睠当即予以反驳。他除以世

宗时代的教训为鉴外，还以《大明律》的规定为

自身主张的根据。成宗只好说：“其谕刑曹，试

为之。”[4](六年正月乙未) 
由于朝鲜有自身的风俗与国情，成宗时期，

君主仍时或会推动朝廷对《大明律》的一些条款

进行变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一

些严重犯罪，处罚较《大明律》为重。成宗二年

十一月，刑曹据庆尚道观察使的关文上启： 
前此本曹受教：“强盗与窝主不死者，并断

筋、黥面。”……且《大明律》：“强盗不得财者，

杖一百、流三千里。”而无刺字之文，强盗虽未

得财，情理深重，甚于窃盗之得财者，其不得财，

强盗当刺“强盗”二字；其再犯者，依窃盗再犯

例，处绞何如？[4](二年十一月丁卯) 

此议为国王裁可。通过国王颁布受教的方

式，朝鲜对《大明律》关于强盗的规定作出了处

罚更重的更改。由于特重盗罪，朝廷对《大明律》

关于监禁人犯的条款也作了变通。成宗九年六

月，刑曹启：“《大明律》云：‘凡妇人犯罪，

除犯奸及死罪囚禁外，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

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随衙听候，不许一概

监禁’……臣等以为……罪干盗贼者……未及

得情而逃，则推鞫无据，其罪干盗贼常人妇人，

请囚禁。”[4](九年六月甲辰)由此我们亦可窥知，朝鲜平

民妇女的地位要较中国妇女为低。这也正是朝鲜

朝廷对《大明律》有关条款进行变通的基本社会

背景。 
其次，继续对《大明律》存在的缺陷加以弥

补。这是以前做法的延续，在此仅举一例以证之，

不再详加分析。成宗五年十月，户曹启： 
今承传教：“身死勿征节目，商议以启。”……

《大明律》名例云：“若以赃入罪，正赃现在者，

还官主，已费用者，犯人身死勿征，另犯身死者

亦同。”……今奉法官吏等，其官吏及公贱等所

亏欠遗失物色……并皆追征。虽入己赃吏及强窃

盗，其身死则其费用之物，尚且勿征，况不入己，

亏欠遗失物色追征，则轻重失宜。请今后身死赃

犯人等，已费用物色及官吏公贱等亏欠遗失物

色，依律文一皆勿征。《大明律讲解》曰：“律云

犯人身死勿征者，谓其既被刑戮，已费用故不追

征”……无应征不应征之条，故今于分征之际，

不无任意出入之弊。请依启目后条件施行，添入

《续录》。[4](五年十月辛丑)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大明律》

的权威已基本确立，朝廷对《大明律》的变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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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节制，以下事例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卢思慎……金谌校律文以启曰：“臣等观《启

蒙议头》……等书，与《大明律》抵牾者有焉。

请令千秋使，访问《启蒙议头》是高皇帝所制

欤……今以何书为主而行之欤……”传曰：“……

若用《议头》，则律官必变乱是非，莫适所主……

遵用《大明律》之条，载在《大典》，而自祖宗

朝常行之法也。予意以为，一从《大明律》，而

不可轻变也。”思慎等启曰：“上教允当。臣等意，

亦以为不可轻变也。”[4](十五年四月甲子) 

这种情形和王朝全面进入守成阶段后需要

稳定的法律体系是相适应的。因此，不仅是《大

明律》，就是本国法典，也被要求不得“轻易纷

更”，成宗曾传旨承政院曰：“《大典》勘校后，

依《大明律》例，毋令轻易纷更。如有请改者，

立法论罪。”[4](十五年四月甲子)可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成了统治集团的共识。 
当然也有例外。“儒化”是朝鲜王朝的总方

针，在深入推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朝鲜人发现

《大明律》的个别条款不尽符合儒家伦理，因而

作了变通。比如，成宗曾传旨礼曹与司宪府：“《大

明律》男女婚姻条云：‘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

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女归前夫。’婚书

已纳而背约辄悔，是乃主婚者之过，而归女前夫，

非徒情涉暧昧，有乖妇道，是岂王政之体乎？今

后已纳婚书，而再许他人者，其主婚人，加本律

二等论罪，女则勿归前夫。”[4](十年十月癸丑)这其实是

以纲常这一更高层次的原则对《大明律》进行审

查的结果，与半岛正在深入发展的“纲常化”趋

势相符。由此，朝鲜逐步成为一个较中国更为严

格的儒教国家。 

 

四、功能：以《大明律》形塑社会 
 

为进一步提升《大明律》的地位与权威，使

其具有普遍适用性，朝廷还在太宗以来的基础

上，继续积极地以《大明律》移风易俗。这是《大

明律》在半岛发挥的重要功能——以法律形塑社

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家的“五礼”以凶礼最为重要，而

半岛的习俗却与之多有不同。因此，以《大明律》

矫正半岛的丧葬习俗，成了朝鲜朝廷的一个基本

政策。礼曹启： 
今承传教：“轮对者有言：‘近来愚民，或为

妖僧诳诱，或爱惜葬需，忍以亲尸投火烧之，甚

者身有疾病，乃以死者为祟，至发塜烧尸，伤风

败教……其申明科禁，以绝其风。’”臣等据此参

详《大明律》丧葬条……发冢条……今后如有犯

者，请依律论断，其诳诱者与同罪，不能检举官

吏及管领、里正、切邻亦重论。[4](五年四月乙卯) 

礼曹所论火葬习俗乃从高丽时期受佛教影

响而形成。朝鲜以儒立国，统治集团认定火葬是

“伤风败教”的恶行，而以《大明律》这一来自

中国的法律矫正之。两界地区的穴葬之俗，亦与

儒家伦理不合，朝廷同样以《大明律》矫正之。

礼曹启： 
今承传教：“轮对者有言：‘两界边民，亲死

不葬，置之岩壑。’此风甚恶，其令观察使严加

纠断，以正风俗。”臣等参详……伤风败俗，莫

此为甚。《大明律》发冢条：“子孙毁弃祖父母、

父母死尸者斩。”请今后有弃置亲尸不葬者，论

以右律。[4](五年九月癸丑) 

第二，为了把半岛建成儒化社会，朝廷还直

接以《大明律》为武器对作为竞争对手的佛教进

行打击。左副承旨李克基启：“今朝传教：‘私自

剃发为僧者，其罪师僧之法，不载《大典》，何

也？’臣未及对，退而考《大明律》私度僧道条

云……然则其罪师僧在《大明律》，故于《大典》

不录焉。”[4](五年十月辛丑)这一上启显示，为打击佛教，

国王以《大明律》条款为依据，制定了以打击佛

教为目的的本土化条文。在刑事法律及其他各种

制度与措施的综合作用下，佛教在半岛无可挽回

地衰落了。 
第三，高丽以来嫡庶不严的旧俗，亦与儒家

伦理相抵触，并为《大明律》所禁止。以《大明

律》矫正此俗，可谓适宜。礼曹启： 
今承传教：“轮对者有言：‘士大夫家，有任

情爱憎，废嫡子而使支子主祀，纲常倒置，请今

后虽有父母遗书，勿听许，依律论断。’”臣等参

详《大明律》……大抵主祀，有田民之利……恩

义乖薄，伤风败俗，莫甚于此。律有正条，防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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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严……请自今受父母乱命，而安然夺嫡者，亦

以立嫡子违法律，论断改正。[4](四年七月庚寅) 

在此之前，在立嫡问题上，不严格按照儒家

的宗法原则进行的情况甚多，《大明律》立嫡违

法条很难在实践中适用。到了这一时期，由于儒

家伦理进一步深入人心，这类行为被认为是对纲

常礼教的严重毁损，具备了对“父母乱命”用《大

明律》加以制裁从而以强力方式引导制度与习俗

变迁的条件。 
不论是对嫡庶不严风俗的矫正，还是对火葬

风俗的禁止，都经历了先由轮对者上言，再由国

王下教，然后由主管部门提出建议案的程序。从

发动之初，就受到了王权强烈倾向性导引的影

响。这种程序本身又形成了一种上呼下应，使“华

制”的影响愈发增大、深入，《大明律》在这种

态势下日益扩大其适用范围，蚕食“土俗”与习

惯法的领地，树立起了权威。当然，借《大明律》

进行的移风易俗活动，主要从社会影响较大且相

对容易改革的方面着手。对那些有深厚的传统文

化与习俗支持的制度进行改革，则是一条相当漫

长的路。 
第四，半岛一直实行男到女家的“率婿婚”

制，诸如六礼等一整套为儒家学说所肯定的婚姻

规范在半岛不行用。朝鲜王朝建立后，半岛固有

的婚姻习俗及相关习惯法逐渐受到质疑，精英阶

层开始推行中国式的婚姻仪式，它们均以男性为

中心，与半岛以女性为中心的率婿婚制正好相

反②。成宗之前，朝廷对中国婚姻制度的推动尚

处于鼓励与提倡阶段③。成宗时期，有人开始主

张对一些依旧俗和习惯法进行的婚姻行为以《大

明律》论罪。义禁府启：“李谌妻赵氏不令族亲

主婚，自媒嫁娶金澍罪，金澍娶赵氏，不备礼婚

娶罪，比《大明律》‘和奸者杖八十’，男女同罪

离异……”[4](八年七月壬午)移风易俗的力度从而大大

加强。 
与此同时，朝廷继续打击本国有妻娶妻的

旧俗。这一运动在世祖时期已经开始。世祖曾

传旨礼曹：“今颁行《经国大典·刑典》……永

乐癸巳三月十一日以后有妻娶妻者，痛惩，离

异。其有不即发觉，身殁后子孙争嫡者，以先

为嫡。”[5](七年七月丁未)几年后，大司宪金从舜等上疏： 

然则妾不可以为嫡，卑不可以抗尊，嫡妾

之分，犹天经地纬，不可紊也。在昔前朝之季，

士大夫有妻娶妻……名分至为无等。我太宗  

恭定大王，尽革前朝之弊，而虑其渎乱纲常，

严立有妻娶妻之禁……虽曰“成礼”，以后为 

妾，载在令甲，其为万世扶植纲常之计，至深

切矣。[5](十一年二月丁未) 

严禁有妻娶妻，是为了扶植纲常。这一运动

最早发端于太宗时期，其时只是以后妻为妾。世

祖时期则发展为离异后妻，痛惩当事者。这一运

动的持续推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到了成宗

时期，有妻娶妻的风俗已有很大改变，司宪府掌

令李淑文在上疏中就说： 
前朝之季，纪纲散坏，士大夫有并畜数妻，

纲常之渎乱极矣。至我朝尽变其俗，使不得畜两

妻。自癸巳年以后，“有妻娶妻，不即发觉，身

没后子孙争嫡者，以先为嫡”，载之令甲，为不

易之定法。[4](七年七月庚申) 

为彻底根除旧俗，对一些疑似或涉及有妻娶

妻的行为，朝廷也予以严肃处置。成宗十三年六

月，宗簿寺启： 
吕阳副正子谦，与金香山家成礼成婚……

《大明律》：“有妻娶妻者，杖九十，离异。”

子谦前妻生时，送婚书，妻亡五月成婚，何异有

妻娶妻？虽在赦前，请依律离异。[4](十三年六月乙丑) 

宗室李子谦虽是在妻死后再婚，可因在前妻

生时即送婚书于金香山家，仍被司法机关认定为

有妻娶妻，遭到弹劾。当然，就此案而言，精英

阶层中的不少人认为执法过严，当事人并未受到

惩罚。但案件本身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之后有

妻娶妻旧俗的根绝，和朝廷持续不断地以《大明

律》为手段强制移风易俗的做法有很大关系。 
第五，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大明律》条

款亦日益凌驾于以土俗为基础的习惯法之上。成

宗二十五年五月，刑曹启： 
水原人金希，以其妹子长孙为雇工，自少长

养而殴杀之。律杀小功亲当坐死，然长孙之母及

事干人，皆以为雇工有鞫(鞠)养之恩，有家长之

分，请以殴杀雇工律论断。[4](二十五年五月丁未) 
这一案件非常特殊。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看，

此案属五服之内的犯罪，应依“准五服制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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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处理。金希殴杀的是其外甥，属殴杀小功亲。

按照《大明律》殴大功以下尊长条的规定
④
，应

处以绞刑。可金希和被他殴死的外甥还有另外一

层关系，即雇主与雇工之关系，如按照这层关系

论罪，根据《大明律》奴婢殴家长条的规定
⑤
，

金希应被处以“杖一百徒三年”的刑罚。两者差

距巨大。 
司法机关认为，应以雇主与雇工的经济关系

为主，排除舅甥间的伦理关系。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朝鲜前期的雇佣关系不发达，基本不存在如

明朝那样的雇工人群体，却有一个数量庞大的贱

民阶层——奴婢。《大明律》关于雇工人的规定常

被适用于和奴婢相关的犯罪
⑥
。雇工人在很多场

合即指“婢夫奴妻”
⑦
。对金希殴死外甥案的裁

断意见表明，司法机构更重视传统的主奴关系而

非亲属间的伦理关系。根据半岛传统，主奴关系

被视为君臣关系，凌驾于亲属关系之上
⑧
。 

这种做法与儒家学说严重抵触，引发争议。

在集议中，以尹弼商、卢思慎、韩致亨、郑文

炯、尹孝孙、柳轾等为代表的主流群体主张“依

刑曹所启施行”[4](二十五年五月丁未)。作为一个致力于

全盘“华化”的君主，成宗试图加速儒家伦理

的推广与普及，对此结果非常不满，下令：“问

于刑曹。” [4](二十五年五月丁未 )刑曹长官成健的意见  
是：“天属之亲，其义虽重，而殴杀之罪轻；家

长与雇工有奴主之分，其罪重，故臣等以此论

断。”[4](二十五年五月丁未)重申了“奴主之分”重于“天

属之亲”的传统观念。 
成宗又下令重议。在君主的压力下，集议

风向发生了变化。成宗以此为由下令“刑曹改

之”[4](二十五年五月乙巳)。刑曹改判：“依驱杀小功亲律

而详覆。”长官成健还对此作了说明：“臣等意以

为，既为侄子，又为雇工，而两律并存，不可偏

废，当并引两律而后，断以殴杀小功亲之律可

矣。”[4](二十五年五月丁未)他虽然从主奴关系重于亲属关

系的立场上有所后退，但仍主张“两律并存，不

可偏废”。成宗对此并不赞同：“为法司者当以正

律照之……今刑曹所启，似乎诛不当诛之人也，

改目以启。”[4](二十五年五月丁未) 
从论断这一案件的曲折过程来看，儒家所主

张的家族伦理及以五服制罪的司法精神正逐渐

压倒半岛传统的人际关系及建立于其上的本俗

法，这是法制领域“华化”深入与《大明律》地

位提升的重要表现。 
不可否认，该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涉及

奴婢制度的同时，又事关作为儒家核心的家庭伦

理。这一案件同样显示，奴婢制度及相关的风俗

与习惯法，毕竟和本国的社会结构直接相关，在

这一领域，除类似的特殊事例外，《大明律》是

难有作为的，甚至还会被弃置不用。 
成宗十年六月，就私奴李山诉本主一案，右

承旨李琼仝上启：“《大明律》奴隶诉主，虽得

实杖一百、徒三年，诬告者斩。本朝参酌律文，

定为《大典》。凡奴隶告主，不问虚实，并置绞

刑。”[4](十年六月甲辰)本国法典《经国大典》规定的刑

罚远较《大明律》为重。就在前一年七月，刑

曹启：“顷承传旨：‘本国良贱之法，与中国不

同，凡定罪，难以一概据律施行’”，原因在于

“中国本无良贱之别”，而“我国良贱区别至为

分明”[4](九年七月戊子)。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结构要

求不同的法律规范，即使以《大明律》的地位与

权威，也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因此，在奴

婢问题上，主要依据本国法裁断，具体事例甚多，

限于篇幅，我们不再一一列举。 

 

五、结语 
 

成宗十八年(1488)闰正月，崔溥(1454—1504)
在济州岛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后，渡海奔丧，遭

遇台风，漂到中国。二月初四，他被解送绍兴官

府。在回答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黄宗、巡视海

道副使吴文元等人关于朝鲜“历代沿革、都邑、

山川、人物、俗尚、祀典、丧制、户口、兵制、

田赋、冠裳之制”的问题时，他自豪地说：“刑

制从《大明律》，丧制从《朱子家礼》，冠裳遵华

制。”[7](448)实际上，所谓“刑制从《大明律》”经

过了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第三代国王太宗继位

后，发动了清除“胡风”、彻底“华化”的运动，

但遭到了强大的阻力，进展不顺，不得不从“一

遵华制”的立场上后退。到了成宗时期，《大明

律》的地位与权威才基本确立。而如本文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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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一时期，朝鲜朝廷仍会对《大明律》进

行变通，只是这种变通更有节制而已。 
这一事实表明，在古代中华法系，法律不是

对宗教的替代，不需要披上种种神圣的外衣。即

使是在天下秩序、宗藩体制中，从中国而来、由

天子制定的《大明律》，在半岛的地位与适用也

是工具性的。尽管它被赋予了政治性与象征性，

却不具有崇高性、超越性、神圣性。如它的规定

与现实不符，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人的利益，就可

以被修改与替代。法律的这种工具性，还使《大

明律》成为朝廷用来移风易俗、形塑社会的手段。

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大明律》适用的普遍性。 
中华文明圈法律的这种特质，是由这一区域

世俗文明的总体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的。在以中华

文明为主体与核心的这一世界，人们从很早开

始，就认识到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的重要性，以

及它们的工具性本质。对大型政治、族群与文明

体而言，秩序是第一位的。因此，中国古代的礼，

尽管也来源于宗教性仪式，但主要是为人而不是

为神服务的。《左传》昭公五年(前 536)载：“公如

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

‘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是仪也，不

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

也。”礼没有演化为宗教教义，而演化为世俗规

则体系，法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即《管子·枢

言》所谓“法出于礼，礼出于治”。 
不论是“法治”还是“礼治”，最根本的还

是人。儒家特别重视与强调精英的责任与表率

作用，这个精英集团就是以治国理政为专业的

君子阶层，具体到朝鲜王朝便是士族阶层。儒

家思想的熏陶，以及他们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

的实际地位，均使他们自觉把自身与儒家理想

中的君子(士)形象相重合。一方面，他们在政治

上服膺中国的领导，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

又以“华化”与“儒化”为本国发展的终极目

标。两者既相互配合，又存在张力。而成宗恰

好是一个华化倾向极浓的君主，一般认为，成

宗之“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儒教

政治
⑨
有了长足发展

⑩
；其二，以华化、儒化为

导向的各项制度基本定型。墓志评价他“通贯

经史，尤深于性理之学……明尝罚、慎刑狱，

斥异端、扶正道”[4](附录·成宗大王墓志文)。这就造成了他

与作为执政集团之士族阶层的良性互动，具体到

法制方面，就是《大明律》的地位提升，君主的

权断定罪权受到制约，君主不可随意对《大明律》

作出变通的观念形成。总之，成宗时期是华化加

速、《大明律》的地位更加巩固、影响愈发深入

的阶段。 

 
注释：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张春海：《论唐律对朝

鲜王朝前期法制之影响》，《中外法学》，2010 年第 4 期，

第 592 页。 

②  比如六礼中的“亲迎”就和半岛的“男住女家”有本质

的差别。从朝鲜前期开始，精英阶层就主张实行亲迎之

礼，但推广起来极为困难，只能在精英阶层中逐渐推广。

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讨论，可参考임임임：《조조 

중중중 왕왕 혼혼혼 친친》.《숙숙숙숙숙숙》3，서서：

숙숙숙숙숙숙숙숙숙，2003；장장장：《조조  중중 

혼장혼왕 실실——반친친( 半親迎 )왕 실실혼 그 

수수 숙여여 중중중중》，《역숙혼역실》58.서서：

숙숙역숙한한한，2005；김김김：《주주 가혼왕 수수숙 

17 세중 혼혼 양실-친친혼여 중중중중》，

《동양동동한한》25，서서：동양동동숙한，2006 年。 

③  实际上，随着朱子学的传入，以儒家学说改造本国土俗

的做法从高丽末期就开始了，但当时主要是部分士大夫

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实行《朱子家礼》等中国的礼

仪规范和制度的方式进行，是以王室为首的精英阶层中

一部分人的自觉行为(早在太宗时期，王室即开始实行

“亲迎”之礼。《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四

年(1414)十二月辛卯条：“诚宁大君褈亲迎大护军成抑

之女。”但推广起来还相当困难。《朝鲜王朝实录·太宗

实录》太宗十五年一月甲寅条：“礼曹上服制式。启曰：

‘前朝旧俗，婚姻之礼，男归女家，生子及孙，长于外

家，故以外亲为恩重……’从之。前此，命礼曹议亲迎

之礼，礼曹详定以闻，然事竟不行。”)但当时还不具备

以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的条件。到了成宗时期，经过几十

年的过渡与浸染，以《大明律》为强制手段来改进本国

的土俗终于具备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因此并没有遇到太

大的阻力。 

④  该条的规定为：“凡卑幼，殴本宗及外姻缌麻兄姐，杖

一百；小功，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杖七十，徒一年

半；尊长属又各加一等。折伤以上，各递加凡斗伤一等；

笃疾者，绞；死者，斩。若尊长殴卑幼，非折伤，勿论。

至折伤以上，缌麻，减凡人一等；小功，减二等；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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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三等；至死者，绞……”(怀效锋点校：《大明律》，

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 166 页。) 

⑤  该条规定：“……若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

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三等；

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绞……”(怀

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 165

页。) 

⑥  如世宗五年(1423)十月，刑曹启：“私奴德龙奸妻母，

请依雇工人奸家长妻律，处斩。”(《朝鲜王朝实录·世

宗实录》世宗五年十月甲戌条。) 

⑦  世宗四年二月，刑曹启：“……臣等参详，奴曰臧，婢

曰获。一说，婢夫曰臧，奴妻曰获。《大明律》：‘奴婢

告家长，杖一百，徒三年，但诬告则绞。雇工人减一等。’

本朝永乐五年，议政府受教：‘各居婢夫，以雇工人论。’

今奴婢及婢夫奴妻，并以斩论，有违时王之制，然奴主

分严，纲常所系。愿自今奴婢告主者勿受，依诬告律处

绞，婢夫奴妻告主者勿受，杖一百，流三千里……”(《朝

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四年二月庚寅条。) 

⑧  河纬地(1412—1456)就讲：“惟我东方自箕子抚运以来，

礼义之美闻于天下者，非特用夏变夷之俗，亦由别良贱

立奴隶，以定上下之分，而使大夫之家皆有尊卑之分也。

家主奴婢之制一定，而主之视奴，犹君之视臣；奴之事

主，犹臣之事君。”([朝鲜]河纬地：《丹溪遗稿·戊午庭

对策》，首尔：景仁文化社，韩国文集丛刊，1990 年版，

第 544-545 页。) 

⑨  所谓“儒教政治”，是韩国史学界习用的一个词汇，指

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政治基本理念的一种政治状态

和治理趋向。一般认为，古代韩国的儒教政治是从朝鲜

王朝(1392—1910)开始的。关于朝鲜前期儒教政治的发

展情况，可参考[韩]崔承熙：《유유유유왕 진동》的有

关论述，《숙숙숙》22《조조왕조왕  성성숙 숙대 

관관》，숙숙국국국국한，1995 年。 

⑩  韩国学者李丙焘认为，到了成宗时期，随着制度的完善

与王权的确立，朝鲜王朝特有的“性格”和骨架形成了。

([韩]李丙焘：《韩国史大观》，东方图书株式会社，1983

年，第 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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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Kingdom Chengzong's reign, the deviation of legal application from the Da 
Ming Law was challenged,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laws began to change, and the Da Ming Law became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With the rise of the status of Da Ming Law, there gradually 
formed the concept that monarchs could not freely modify it at will, and Da Ming Law even became the 
accordance for resisting certain incorrect decisions of the monarch. Determined by the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peninsula, the monarch, who might still push the court to modify some 
provisions of Da Ming Law, had been quite restrained.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status and authority of 
Da Ming Law, the court also actively transformed customs and traditions with Da Ming Law, which is to 
fashion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through law, and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Da Ming Law in the peninsula. 
Key Words: Da Ming Law; transform existing habits and customs; right of alternative disposition; Joseon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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